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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侨易学”

张斌

与叶隽兄相识，是在社科院的党校，三个月同窗，还是同桌，课余海阔天

空，虽是闲聊，但收获甚多。我的专业是财政学，且研究领域侧重制度与政策，

好在曾经尝试着研究“税制的变迁”，对现代化进程中所谓“落后”国家的制度模仿

及其相关的社会观念、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也有所涉及。

拜读了叶隽兄的大作《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后，深受启发，尽管

“隔行如隔山”，我的研究领域按此书的概念更多属于“度”（制度）和“器”（器

物）的层面，与“道”（文化）相去甚远，本无资格和也无能力对“侨易学”发表什

么评论，但看到书中所引费孝通先生之言：“多种学科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

融会贯通，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有学习和研究的深度”，深以为然。全球化和现

代化是“侨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两个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因此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谈谈自己对“侨易学”粗浅的理解，希望对学科间的交

流贡献点微薄的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下的“物质位移”

“侨易学”的基本理念是因“侨”而致“易”，前者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后者关

注时间维度的演进，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

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按照“侨易学”

所阐述的基本理念，其所研究的“侨易现象”是“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联合在一起”

的，“侨易现象既非单纯的位移现象，也非纯粹的思想现象，而是物质现象与精

神现象的结合”，而作者也强调：“脱离了具体的物质环境和制度层面的思想也

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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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体（文化子系统）之间通过不同程度的接触、融合导致不同程度

和难以预料的相互影响的历程应当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这一历程中，

即有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式的基于个体的和精神层面的“物质位移”，也有西方

传教士有组织的到全世界传播福音式的“物质位移”；即包括亚历山大帝国扩张、

十字军东征、胡服骑射、五胡乱华等与战争、掠夺、征服相关的“物质位移”，

也有丝绸之路性质的基于远程贸易的“物质位移”。

上述“物质位移”对不同文明体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即有纯精神层面的，

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日本“大化革新”对当时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模仿；

也有“器物”层面的，如玉米、烟草、辣椒在全球的广泛种植。但是，只有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产生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变革和资本主义内在的扩张

本性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并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迫使不同文明体都要直接面对西

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这一时期的“物质位移”与前资本主义时代最大的

不同在于承载或导致“物质位移”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包括“器

物”层面的产品、技术、生产流程，也包括了与这些“器物”生产和贸易相关联的

“制度”，如企业制度、管理规章。

如果将“物质位移”的主体仅局限在作为个体的“自然人”，那么引发这些自然

人在不同文明体间移动的主要动力不再是纯精神层面或制度层面的诉求，而更

多的是经济学语境下“人力资本”的流动。在这个意义上，“侨易学”研究的“侨易

现象”就不仅包括“留学史”视角下的知识精英，还应包括西方跨国公司高级管理

者到发展中国家对“东道国”管理者、工人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精神层面”的影响，

外来劳工和“移民史”视角下背井离乡的普通劳动者的“精神质变”以及这种变化对

其“母国”的影响。

按照“侨易学”的概念，经济全球化下因“侨”而致“易”的过程就不仅包括作为

个体的“自然人”跨越不同文明体的地理位置上的物质位移，还应包括传统生产

生活方式下的“自然人”进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下的“物质位移”导致的“精神质

变”。如农民工进入现代化生产车间后精神上的改变也应该属于某种意义上的

“侨易现象”。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甚至这种“物质位移”可以是基于

“虚拟空间”而非地理空间。想想在中国参加视频全球会议、工作语言是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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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娱乐是泡吧和追美剧的白领们。

全球化首先改变的是生产方式、然后是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在全球化的初期更多的是少数知识精英由“侨”而致“易”，并致力于将其

“精神质变”嵌入到“母国”的传统社会中，那么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由国际分工链

条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很多国家塑造出“他乡”，对很多人而言，“他

乡”就是“故乡”，已经没有了“乡愁”。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精神质变”

经济全球化下“物质位移”的背后是国际分工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在经历

了大航海时代、黑奴贸易、殖民主义、自由贸易、两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为

单位的利益争夺）和冷战（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以及

冷战结束后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后，越来越多的文明体被卷

入相同的生产方式并被置于全球价值链条的不同位置。而不同文明体（或民族

国家）和文明体中个体的物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完整链条的不同位置

决定的。在经济学的语境下，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与利益相关联的“物质位移”会带来更强大和更持久的

“精神质变”。

不同文明体中的个人（延伸至家族、文明体中个别国家）更容易受到强势

文明的影响而改变，从而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获取不错的地位，但同时也产

生了依附性和对原文明的疏离，典型的例证是前殖民地国家中由宗主国扶持起

来的“精英阶层”和发展中国家中的“买办”和“代理人”阶层。

但是，在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依靠“坚船利炮”和“基督教”推行“武装殖民”

和“自由贸易”的压力下，弱势文明体中的精英也会产生改造和对抗的冲动，这

种冲动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展到通过剧烈的社

会改造奠定工业化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和精神基础并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从而可能对强势文明产生反作用，但这种改造和冲动也包括现代化努力受挫后

由绝望产生的极端保守主义。简单讲，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体自身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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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强势文明（西方文明）的空间维度（所谓近东、中东、远东）、接触融

合的广度和深度等因素决定了不同文明体的现状（印第安文明、伊斯兰文明、

印度文明、东亚儒家文明）。

如果说孕育于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自身传统社会的改造产生

了精神的质变（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导致的社会主义思潮），从而

形成了现在的西方文明的话，那么其他文明体在面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承载，

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时，其传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时导致的整个社会

价值观、意识形态系统的“撕裂”、“混乱”，甚至“崩溃”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随

着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制度”和“器物”层面在非西方文明疆域内建立起“飞

地”（如租界），并借由主动或被动的工业化进程逐步蚕食、改造传统经济社会

时，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必然导致在一个文明体（民族国家）内产生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群体，在伊斯兰世界是世俗派和保守派，在泰国是“黄衫

军”和“红衫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非西方文明而言，其“精神质变”的历程与

其工业化和经济国际化程度息息相关，而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文明体（民族国

家），这种“精神分裂”最为严重。

当一个文明体（民族国家）的经济被人为分割成纳入国际分工的部分和未

纳入国际分工的部分，或者被分割为现代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这会导致

不同群体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利益是相对独立的，由于不同群体价值观和意识形

态差异背后依托的是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未达到经济共同体状态的民族国

家其精神必然也是分裂的，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的根源是“利益的分裂”。在这

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未达到经济共同体状态的国家中的社会各阶层

由于缺乏共同的利益载体是难以通过“妥协”达成一致的。如乌克兰动乱和分裂

的原因除了民族因素外，其东西部对纳入欧盟经济圈还是留在独联体经济圈存

在不可弥合的矛盾也是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与接受了传统教育的知识精英通过“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的

过程类似，经济全球化下一个非西方文明体（民族国家）不同群体不同程度的

“物质位移”及其导致的“利益的分裂”是“精神质变”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势必要

承受“精神分裂”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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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的互动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广义的“物质位移”更多的是现代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其

核心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工业化。而如果将“物质位移”的视角从全球化

转到工业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和“基督教”，非西方文明体（民族国

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接受或不主动引入现代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就面临着

被殖民、自身文明衰落，甚至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如果接受或主动推行工业化

就势必要改造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实行“西化”，但“西化”后能否保持自身文明

的特征和传承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不可遏制的扩张，民族国家间惨烈的竞争不

可避免的倾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线性的历史发展观，所谓“天下大势，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但是，不同的非西方文明体面对全球化和工业化（现代化），并

非都实现了与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质变”，许多文明体被彻底摧

毁了，但也有非西方文明体（民族国家）成功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

化，如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在“物质位移”的刺激下，不同的文明体是

如何进行“精神质变”的，那些与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质变”又是如

何在特定文明体中产生和发展的，这些“精神质变”是怎样反作用于“制度”和“器

物”层面，从而促进或推动了现代化生产方式在非西方文明体中的扩张，这些问

题是各人文和社会学科都应高度关注的。

相对于汤因比的“挑战-回应”框架，“侨易学”更多的强调”物质位移”导致的

“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

与精神变形”，也就是说，“侨易学”关注的是各非西方文明体面对西方文明挑战

时由“物质位移”导致的“精神质变”的具体过程，提醒我们深入到各文明体内部研

究不同文明体的特质所导致的在“物质位移”情况下“精神质变”的差异及其影响。

就经济学而言，学者们最初关心的是相同的生产设备、相同的管理规程在

不同国家生产效率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则着重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因；

而近期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则关注导致个体行为差异背后的深层根

源。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逐步放松“理性人”假设，转而探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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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的个体行为的差异及其制度含义。在这个

意义上，未来经济学与“侨易学”之间有更为广阔的交叉研究的空间。

四、“侨易学”的中国意义

《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结语部分专门有一节论述“侨易学”的

中国意义，提出“中国人也应当在全球化的时代寻到属于自己的东方位置”。近

代以来，中国在东西方交流或者说全球化进程中始终是一个追赶者或者接受者

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交流以及因“侨”致“易”是单向的。实际上，百年来

西方文明的传播几乎都是单向的，很少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实质

性影响。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作为 GDP第二的大国，在全

球化进程中势必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所谓的“中国道路”颇多疑

虑。但至少应当承认，与 1840年、1911年、1949年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进

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特质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暂且抛

开那些“先验”的、“规范”意义上的评价标准，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文明，我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精神质变”，这些“精神

质变”与“物质位移”的关系是什么，由于中华文明的哪些特征导致了相同或相似

的“物质位移”引发了可能完全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精神质变”，这些“精神质变”

又是怎样作用于中国以赶超为目标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并形成相互促进的正

向循环关系的？而面对我们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这些“精神

质变”的缺陷是什么，又产生了怎样的危害？

面向未来，如果说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

生产方式的分割必然产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混乱和“精神分裂”的话，那么就

中国而言，现在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后期，应当具备孕育和产生新的主流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条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精神质变”，从而为经

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如果中国下一步的“精神质变”能够为人类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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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提供一些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质，人类历史中的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一个

全新的阶段。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在全球化视角下看待“侨易学”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

意义无疑是令人振奋的，祝愿“侨易学”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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